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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時期的防疫沒有法源，真有那麼嚴重嗎？ 
羅馬共和國時代面臨重大危機時，元老院可做出決議，授權執政官╱獨裁官不

受限地採取任何必要手段，捍衛國家政體免受傷害。原有規範執政與行政官員

職權的各種法律，此刻即暫時遭到懸置。 
 
防例外狀態常態化 
這正是羅馬時代所建立「在必要性之中沒有法律」的傳統：一方面，非常時期

必須解除既有法律對執政者的種種束縛；另一方面，非常時期執政者的行動也

不再需要先取得法律的授權依據。讓「法」處於一個空缺的狀態，「才能讓執政

官擁有最大的權力，專注於拯救國家免於危難」！ 
 
「重大危機時凍結法律以排除危機」的思維，普遍藉由「緊急狀態」的制度進

入當代各個憲政民主體制之中。德國威瑪時期的《憲法》賦予帝國總統在德國

境內公共秩序與安全遭嚴重擾亂與威脅時，得採取恢復秩序與安全的必要措

施，並凍結《憲法》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法國總統在共和國制度、國家獨

立、領土完整、國際法義務履行或憲政機關運作遭受嚴重而立即威脅時，得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即使《美國憲法》本身並未明文宣告緊急狀態之權力，林肯

也在 1861 年間為了南北戰事，以三軍統帥之名懸置了人民在《憲法》第一條中

享有「人身保護令」的保障。 
 
有別於「正當的國家權力仍受節制，不討喜的個人權利行使亦受保障」的平時

狀態，緊急狀態法制的特色正在於：凍結常規的「例外狀態」總是以應對非常

時期威脅為理由而存在；而決斷何時進入「例外狀態」之人則是一個政體真正

掌握最終大權之人。 
 
但緊急狀態法制下「沒有法律」的本質，也潛藏兩種相互牽連的危機。第一，

緊急狀態授予掌權者不受節制的暴力因而孕育獨裁：元老院懸置法律的決議成

就了凱撒，《威瑪憲法》允許凍結個人自由的緊急命令打造了希特勒。第二，緊

急狀態下人類追求安全自保的恆常慾望，使緊急狀態凍結權利保障的例外，常

輕易地轉變為日常：動員戡亂長期凍結《憲法》基本權保障的「例外狀態常態

化」，正是廣泛出現在當代政治治理技術的典範。 
 
那麼，防疫手段欠缺「法源依據」顯然不是問題的癥結（例外狀態的一切正是

要擺脫法的束縛）。如何避免實質上宣布「例外狀態」而掌握暴力的掌權者，無



度地使用暴力、如何避免權利保障被凍結的例外狀態成為常態化，才是最關鍵

的挑戰。 
 
緊急命令總統承諾 
由此檢視當前的爭議，則總統該不該宣布緊急狀態所應考量的並不單是疫情嚴

峻程度，而是台灣是否已經為了防疫而進入一個有別於「權力受節制、權利受

保障」的例外狀態？立法者能否授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為一切必要應變處置

措施的權力，所要判斷的也不是立法是否符合明確性原則的問題，而是立法者

如何能在現行《憲法》下單方自行宣布一個性質上為國安大政，本應歸屬於總

統（也因此應由總統來承擔責任）的例外狀態宣告的權力？ 
 
答案其實很簡單。這次疫情間廣為國內外所推崇的防疫手段，包括將入出境資

料與健保資料連結、透過電信資料調查進入國門之國人的國外旅遊史並監控境

內個人活動軌跡等等，這些被以色列總理委婉地認為顯有爭議，但可拿台灣當

效法對象的「反恐作為」，正是建立在凍結個人基本權利保障之上。近日內政部

公布數位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創造個人數位足跡未來可被掌握的條件，則說

明了執政者毫不掩飾地利用疫情創造「例外狀態」下個人對安全╱便利的追求

慾望，一步步將監控的基礎布建「常態化」的作為。 
 
正當全球已有超過 33 個民主政體的政府面對疫情而宣告進入緊急狀態之際，由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不僅只是為防疫補上法源，更是一個願意對暫時懸置法治負

起責任，並宣示不會將「例外狀態」下極度限縮個人權利予以「常態化」的政

治承諾！唯有如此，台灣才是名符其實的世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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